
2024年，对94岁的吕其明

而言，是个意义非凡的年份。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

挺进上海，19岁的吕其明是其

中一员。

从战争的
炮火中走来

10岁随父从军、15岁入

党，父亲和战友的牺牲，曾给他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在

他内心树起一座座丰碑，誓要

用音乐歌颂党和人民，这也是

他毕生的创作信念。他从战争

的炮火中走来，参加过济南战

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

到解放上海。

“那时，我是华东军区文

工团一名拉小提琴的文艺兵，

对‘大上海’充满了好奇和敬

畏。”吕其明回忆道，“我们在

丹阳集合整训，为顺利接管上

海做好准备。出发前，陈老总

多次作出指示，入城必须守纪

律。”

解放上海充满艰巨性，不

能破坏城市建筑，也就意味着

不能开炮，这给战斗带来了巨

大困难。逾7000名勇敢的战

士为解放上海，献出了自己的

生命，最终让城市重返人民的

怀抱。

5月26日是吕其明的生

日，那夜，他与其他文艺兵一

道，在上海老北站候车大厅的

木条长凳上睡了一宿，小心翼

翼地护着身边的小提琴。

第二天，大部队走在上海

的大马路上。“我至今都记

得，那天，大家穿着军装，别

的战士们背的是枪，我们背的

是小提琴，围观的上海市民用

好奇的眼神打量我们。”队伍

从老北站向市中心出发，这也

是吕其明此后在上海扎根的

开始。

“75年，上海从当年的战火

中重生，到今天成为一座熠熠

生辉的国际化大都市，很幸运

我能成为这一奇迹的见证者。”

吕其明说，“是黄浦江的水滋养

了我，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党、对

上海人民的无限感激。”

刻在中国人
骨子里的旋律
新中国成立后，吕其明脱

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

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

奏员。“离开了部队，我一度很

惶恐，不确定自己到底能干什

么？”后来他开始尝试作曲，不

仅找来大量中外音乐作品研

究，还拜师学艺。

在上海两年后，1951年吕

其明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新

闻纪录片组任专业作曲，正式

开始了电影音乐创作。那段时

期，每到劳动节和国庆节，他都

会去天安门广场，目睹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游行的人流

高呼口号，迈步前行，每一次

都激动到热泪盈眶，红旗飘扬

的印象一直牢牢地根植在他的

脑海中。

1955年，吕其明被调回上

海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作曲，

他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创作

巅峰期。26岁写下《弹起我心

爱的土琵琶》，32岁与人合作

《谁不说俺家乡好》，在上海解

放16年后的1965年，吕其明写

下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红旗

颂》，并首演于第六届“上海之

春”开幕式。

经典的旋律描绘了新中

国红旗流动、飘扬的恢宏场

景，《红旗颂》不仅是对新中国

的赞颂，也是对历史的缅怀与

致敬。“作品中的每一个音符

象征着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

的每一步。”吕其明说。这支

曲子震撼人心、广为流传，60

年后的今天，《红旗颂》依然被

年轻人称为刻在中国人骨子

里的旋律。

为人民
多留下一点作品

60岁创作电影歌曲《焦裕

禄》，80岁创作交响作品《使

命》，89岁为《红旗颂》最终定

稿，90岁完成《白求恩在晋察冀

随想曲》，91岁获得“七一勋

章”……今年94岁的吕其明依

然埋头于创作。

最近他正在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75周年、上海解放75周年

上海爱乐乐团推出的“红色情

怀”文艺党课音乐会作准备。

这场音乐会曲目编排独具匠

心，吕其明亲自改编的钢琴与

乐队演绎版《红旗颂》，并由著

名钢琴家孔祥东担纲独奏。

下半年，《红旗颂》将录制

黑胶唱片，收录8个全新演绎

的版本。“《红旗颂》是人民的财

产，隽永的旋律将以新的形式

传承，作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

的一份献礼。”吕其明说，希望

能在有生之年，多抓紧时间再

为国家、为人民留下一点作品。

吕其明，这位有着近80年

党龄的老党员，用他璀璨的音

乐人生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

人民，履行对党的庄严承诺和

忠诚誓言。

本报记者 解敏

■ 吕其明 受访者供图

   李仁杰

背着小提琴，走进大上海
华东军区文工团文艺兵吕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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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历

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
家，电影音乐作曲家。先后为《铁道
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
（集）影视剧作曲，创作《红旗颂》《使
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
300多首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等歌曲广为传唱。

2021年6月29日，被中共中央授
予“七一勋章”。

   吕其明

1946年10月，李仁杰在南洋模范
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4岁。
他发起过学生运动，去过苏北解放
区，担任过地下交通员。

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共青团长宁
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办公厅二室巡
视员、长宁区区长、长宁区委书记、
长宁区政协主席等职。

■ 李仁杰 受访者供图

   李仁杰

一碗阳春面
1940年，为逃避战乱，年仅

8岁的李仁杰跟随家人从无锡

来到上海。山河破碎的伤痛，

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青少年时

代的李仁杰，就开始关注起国

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始参加学

生运动，思想日渐成熟，形成了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的坚定信念。

1946年10月，李仁杰在南

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年14岁。1948年2月，李仁

杰担任南洋模范中学党支部委

员，并被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

主席。

由于参加地下党活动，李

仁杰遭到学校多次警告，最后

被父亲锁在家里二楼的小间，

脚上还有铁链。他那时只有一

个信念：“我要革命，我要逃出

去！”他用锉刀把铁链一点点锯

断，并用铁丝绑上，需要时即可

解开逃脱。6月的一天傍晚，他

说服母亲让其到楼下吃晚饭，

趁母亲在后厨，他翻过铁门离

开了家。再次回家，已经是上

海解放后的事了。

离家后，李仁杰在同学家

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没什么

钱，只能吃阳春面。李仁杰至

今清楚地记得吃面的样子：

“去面摊吃面时会先喝汤，然

后让老板再给我加一些汤，接

下来再吃面。”虽然生活艰苦，

但李仁杰心中对未来充满希

望。

之后的岁月里，他在组织

的安排下奔赴苏北解放区，开

始了扬州旅店遇险、三过运河

封锁线、炮火中转移人员等具

有传奇色彩的地下交通员的革

命生涯。

两斤薄被子
1949年5月1日，李仁杰随

部队渡江赴丹阳，学习城市政

策。为了准备解放上海，党中

央要求凡是从上海到解放区的

地下党，一律回去接管上海，加

上由解放区抽调的干部，组成

“南下干部纵队”。

“我们是南下干部第2纵

队独立支队第5大队。大家学

习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认

识到接收好、管理好、建设好上

海这样一座城市意义十分重

大。”李仁杰说，当时对他们教

育很深的是一次陈毅同志的报

告。他针对极少数人进丹阳城

时军风纪不整齐的情况作了严

肃的批评，指出我们的军队是

人民的军队，一定要有铁的纪

律。当时还专门成立了军风纪

检查队。

5月25日半夜，一个激动

人心的消息传来：人民解放军

已经在上海从西郊攻入市区！

26日，李仁杰随部队从丹阳乘

火车到南翔，由地下党的同志

组织了车辆来接站。27日清

晨，他们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住

在新文治堂。当时这个礼堂还

没建成，桌椅等都没有，只能睡

在水泥地上。

李仁杰记得，那时天气还

有点凉，盖的被子都是自己用

小背包背着。被子只有两斤

重，又薄又小。只能用麻绳把

一头绑起来，人再钻进去，再用

棉袄盖在肩上，才能睡觉。一

件棉袄穿两季，夏天会把棉花

抽走，冬天再放进去。

关心下一代
上海解放后，李仁杰继续

保持本色，服从组织安排，先后

在共青团长宁区委、市委办公

厅、中共长宁区委、区政协等多

个单位为党和国家服务奉献，

直到离休。

在李仁杰家客厅电视机

旁的一个柜子里，摆放着许多

他获得的证书、奖章、奖杯

等。他最看重的是一座由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于

2016年12月颁发的“全国关心

下一代‘最美五老’”的水晶奖

杯。

离休后的李仁杰积极投身

关心下一代工作。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一天，在长宁少管所，包

括李仁杰在内的长宁区关工委

五老志愿者们，为结对的小雨

（化名）送上了生日蛋糕。面对

人生的第一次生日，这个18岁

的男孩声泪俱下。小雨是一名

少教犯，失望透顶的家人早就

和他断绝了往来。在此期间，

李仁杰和其他老同志成了他的

亲人、朋友。

也正是在少管所，李仁杰

为少教犯们进行了一次主题报

告会。那一天，几百名少年犯

安静地听完了全程，眼中流露

出的希望让李仁杰至今难忘。

而这项为拯救失足青年

的“护花行动”发起人，便是

李仁杰。李仁杰常说，为了红

旗飘万代，就要关心下一代。

离退休干部要发挥自己历史

见证者的特殊身份，把关心重

视青少年工作放在突出的位

置，把关心爱护青少年看作是

夯实祖国未来与民族希望的

基础。

本报记者 屠瑜

人民的军队，有铁的纪律
解放战争时期地下交通员李仁杰■ 上海解放时，江海关大

楼（现上海海关）升起黄浦
江畔第一面红旗


